囚禁在朝鮮土地上的南蠻人

潘建志
1653年7月30日，一艘隸屬於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快速帆船 (jacht) Sperwer號，載著多達近兩萬張鹿皮與其他貿易貨品，乘載64名人員，自大員（今日的臺南）起錨，目標是日本的長崎港。但這艘船如同在海上消失一般，一直沒有到達長崎港。1654年，Sperwer號遭遇海難的消息傳到大員：「……得悉平底船Smient與快速帆船Sperwer號在此地的北方遇難，所載110,570.11.3荷盾的貨物和很多人命大概都已喪失了……。」

1666年9月8日，一艘小漁船在日本五島外海出現，上面的八名乘員，揮舞著一面三色旗幟，大聲喊叫「荷蘭！長崎！(Holland! Nagasaki!)」當時處於鎖國狀態的日本，謹慎的審訊這群漂流者。他們自稱是阿蘭陀人（日本對荷蘭人的稱呼），來自朝鮮。他們就是Sperwer號船難的生還者。這十三年發生了什麼事？

原來Sperwer號在出航不久便遇上颱風，在朝鮮的濟州島沈沒，生還的36人卻被朝鮮人拘禁，因為當時朝鮮不讓任何入境的外國人離開。他們在曾在朝廷擔任侍衛，也曾試圖逃跑而遭處罰，因飢荒而靠乞討為生，最後被安置在軍營中。經歷多年的顛沛流離，以Hendrick Hamel為首的八名船員策動逃亡，成功抵達日本，並透過外交手段促使朝鮮釋回仍在境內的船員。最後僅剩下15人，有機會再次見到自己的家鄉地土。Hamel將在朝鮮的經歷整理，作為呈交給東印度公司的報告書，這份報告也在歐洲出版，成為歐洲第一本介紹朝鮮的書籍。
船難

Sperwer號是隸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快速帆船，1648年初離開Texel港，加入公司在亞洲的貿易運輸工作。1653年6月18日，Sperwer號自巴達維亞出發，載送新任福爾摩沙長官Cornelis Caesar前往大員上任。完成任務後，滿載貨物的Sperwer號，於同年7月30日自大員出航，前往長崎進行貿易。航程並不順利，在臺灣海峽航行時，風勢即不穩定，接著甚至遇上颱風，船隻在海上受風浪的侵襲，狀況極不穩定。

飽受激烈颱風後，Sperwer號仍於8月16日黎明前，因視線不佳，在朝鮮半島南端的濟州島南岸沉船，64名船員中僅有36名生還，且大部分都受了重傷。尚能自由活動的倖存者，掩埋隨浪沖上岸同伴們的屍體，試著搶救打上岸的貨物，並用帆布搭乘帳棚。起初他們以為到了日本，但觀察過附近居民的服裝後，他們了解不是這麼一回事。17日晚上，船員們被約百名帶著武器的人包圍，到了隔天早上，甚至已經有超過一千名在他們附近圍繞。他們到了一個全然未知的世界。

何以他們起初以為自己置身於日本？或因緯度測量所致，船上少數懂得定位的領航員 (navigator)，對當地的緯度進行了測量，為北緯33度32分，約當日本五島列島最北的緯度，這或許讓他們誤以為已經到達日本。

擔任簿記員 (bookkeeper) 的Hamel與三名同伴試圖與對方溝通，自然徒勞無功。但雙方小心翼翼的建立初次見面的友誼：陌生人們為可憐的落難者帶來了食物，荷蘭人則以紅酒回報，儘管語言不通，卻已建立最基本的信任。接下來的幾天，36名生還者只能待在克難的營帳中，而大批朝鮮人則進行打撈作業，他們將沖上岸的可用物資收集，並且造册編目。每天這群落難者都得到來自朝鮮人的食物與飲水，晚上則繼續在臨時的營帳歇息，直到8月21日，被帶往濟州島的行政中心濟州。

當時朝鮮對漂流到境內的外國人的態度是，若非向有往來的中國或日本人，一律拘禁於國內，不得離境。因此經過訊問之後，Hamel一行人暫時居住在光海君被罷黜之後的居所。儘管住屋品質高過一般房屋，但卻沒有相對應的待遇。他們被限制活動於房屋內，且僅有米、鹽和水可供飲食。但這種境況並未持續太久，情況漸漸好轉，官方允許他們輪流自由活動，並且在伙食中增加肉，甚至牧使（州的行政長官）還邀請Hamel等人到自宅作客，他們也開始學習韓語。

身在異鄉的同胞

10月29日，牧使在自己的家安排了一場非比尋常的會面。簿記員Hamel、主領航員 (chief navigator)、船醫 (junior surgeon) 受邀參加。等著Hamel的是一名身著朝鮮服飾，相貌卻不像朝鮮人，留著紅色長髯，長相如同來自荷蘭的老人。這名長者起先靜默不語，看著眼前驚訝的三名荷蘭船員，正當Hamel以荷語夾雜手勢，向牧使詢問這位老人的身世時，老人用生疏的荷語開口發問：「你們是誰？你們來自哪裡？」老人將自己的遭遇，以似乎將要遺忘的母語，向Hamel三人娓娓道出。

老人的本名叫Jan Jansz Weltevree，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員。他在1626年他乘著東印度公司的快速帆船Ouwerkerck號出航至亞洲，1627年前往日本途中，因風勢靠近朝鮮海域，在與二名同伴上岸尋找飲水時被捕。他們被迫拘留，並且在朝鮮軍中工作，但他的二名伙伴都死於1636年滿清入侵的戰役中。Weltevree在32歲抵達朝鮮，如今已58歲，在專司製造武器的訓練都監工作。他甚至有朝鮮名字，稱為朴淵，也娶了朝鮮女性為妻，育有一子一女。他可能從未想過，在自己有生之年，仍有機會遇到來自家鄉的年輕人。然而他至死都無法重回故土，Hamel在他的報告書中說，在他們離開漢城後，就不曾見過Weltevree，且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。

既然有Weltevree可作為翻譯，牧使將船員們的陳述，與事件的情況呈上朝廷，請示如何發落這群落難者。經過數個月的等待，朝鮮國王的諭令來到濟州島，決定將他們送往朝鮮半島，將他們安置在首都漢城。1654年6月，Hamel與他的同伴們，儘管許多人傷勢尚未恢復，仍步上前途未卜的旅程。

滿清使節團事件

Hamel等人到達漢城後，被安排擔任國王的侍衛與兵器製造顧問，得到固定的食物與衣著配額，生活的一切趨於正常。然而一支滿清使節團的來訪，以及其中二名荷蘭人的行動，使得平靜發生改變，甚至影響其他船員接下來的命運。

清朝向朝鮮遣使，並沒有固定的時間，而是為了某些目的而出使，如册封、頒詔、賜諡、查問等事。在Hamel安頓於漢城之後，曾有一次清朝使節來訪，朝鮮為了不讓滿清得知船難事件與這群船員的存在，將Hamel等人移至距漢城約20哩的南漢山城，並限制他們的行動。朝鮮政府害怕船難事件曝光，是因為擔心在沉船中收集的貨物，以及更重要的火砲，會引起清朝皇帝的注意。

1655年春天，另一支清朝使團來訪，但這一次Hamel等人並未被迫離開漢城，僅被限制活動於他們的住宅，其中二名船員便趁機策劃向使節告狀的行動。1655年4月21日，正當使節要離開漢城，Hendrick Janse（朝鮮名為南北山）與Hendrick Janse Bos（南二安）趁守衛鬆懈逃出，在城北的弘濟橋，將使團行伍攔下，試圖向使節說明他們的處境。在雙方無法溝通的情況下，使節將二人帶回使團下榻處，並向朝鮮朝廷報告。在稍後得知Weltevree後，使節要求將他帶來作為翻譯。同時，地方官審問其他同伴，儘管他們否認與該二名逃亡者共謀，仍然遭到責罰，而逃亡者也隨即遭逮捕下獄。另一方面，朝鮮政府即刻採取行動，向清朝使節行賄，以防止荷蘭人的消息傳到清廷。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，Hamel等人在漢城的活動受到嚴格看管，並將精通韓語的三人送往南方做為人質，以避免與清使再有接觸。

根據Hamel的說法，他在逃亡者下獄後三、四個月得知他們的死訊。朝鮮官方對此一事件的記載，卻未提到向滿清使節行賄的事，對入獄的二人，僅有「北山（即Hendrick Janse）躁懣不食而死」的記載。儘管在這次試圖逃亡的事件，又有二名同伴喪失性命，但他們莽撞行動的結果，卻為將來的成功脫逃開啟契機。

回到全羅

1656年初，國王與大臣們商議過後，決定將剩下的船員送往南方海岸的全羅兵營，先前被送往南方的三名同伴，也在此處與他們重聚。除了日常米食來自國王直接供給，他們生活的一切都由兵營的長官——兵使所掌控，因此生活條件也就依兵使對他們的態度而定。

Hamel等人在全羅兵營居住七年，歷經五名兵使的管理。其中態度較友善的，僅要求簡單的工作如除草，並且在國王所賜的米食之外，加給其他食物或衣著。若在態度嚴苛的兵使管理下，額外的補給品被刪除，並且必須服極重的勞役，而原先由兵營供應供冬天燃燒的木柴，現在卻必須自行撿拾，沒有可供更換的新衣物則使狀況愈來愈糟。這群荷蘭人想出的解決方法，是請求兵使允許他們向百姓乞討，兵使也同意了。他們怪異的外貌吸引當地人的目光，關於他們奇妙遭遇的故事則成為給施捨者最好的回報。在不斷的嘗試與請求，他們可離開兵營的時間愈來愈長，也能夠到更遠的地方。

1659年開始，朝鮮發生嚴重的飢荒，至1663年仍持續著，糧食短缺嚴重影響人們的健康狀況，荷蘭人們也不例外，此時只剩下22名船員仍活著。兵營無法供給國王每年指派給荷蘭人們的糧米，遷移勢在必行。或許因為沒有地方願意同時支付那麼多人的糧食，他們被拆散為三個小組，派往不同的地方居住：五名前往順天，另五名派往南原，最後十二名分配至全羅左道水營（簡稱左水營），Hamel本人就分配在此。

逃亡計畫

與Hamel一同派往左水營的十二人，一直得到良善的對待，但接下來的二任兵使，使在左水營的荷蘭人，開始承擔繁重的工作。其中一位的短暫任期，因在軍事操演中的疏失結束，而1666年7月上任的兵使，儘管作風嚴苛，其健康狀況在到任後不久開始惡化，對這群荷蘭人的看管也開始鬆懈，使他們恢復自由的希望，出現一線曙光。

根據Hamel的說法，原任兵使李道彬，經常在言談中，詢問他們何以不嘗試逃亡，海岸邊不乏船隻，而日本也就近在眼前，這對他們而言或許是種鼓勵。左水營位於朝鮮半島的東南隅，若順著季風與潮水，數日即能抵達日本，何況荷蘭人們被允許駕船在附近的小島乞討。一切的條件，都激勵這群囚禁已久的船員，為爭取自由而冒險展開計畫。

準備工作包含規劃路線，以及取得所需的物資。左水營位於海岸邊的地理位置，提供荷蘭人們最佳環境，得以謀定逃亡計畫。觀察風向、潮汐，計算巡邏船隻的週期，同時秘密地向沿岸的朝鮮水手打聽，與前往日本相關的航行知識。

然而Hamel等人必須面對的問題不止於此。並非隨意漂流至日本的任一地方，即表示他們安全逃離朝鮮。從Weltevree與朝鮮人的口中，他們明白基於對天主教徒的戒心，日本對非經官方允許的管道，私自潛入的外國人，有極嚴格的防範。事實上，獲准踏上日本土地的也只有中國與荷蘭人。因此Hamel他們必須盡其所能使船在長崎附近靠岸，並且盡早讓對方辨認出他們的國籍。為此，除了在船上必須的補給品之外，他們還準備了一面代表荷蘭的三色旗。一切準備就緒，就等待適當的機會來臨。

1666年9月4日晚上，在潮汐適合出海的時候，八名荷蘭人翻過兵營的圍牆，靜悄悄的將物資裝載到先前準備好的小船，揚帆出航，非常幸運地沒有引起朝鮮人的注意。6日早晨望見陸地，在日本外海尋找登陸點，8日下午在五島群島附近被日本船隻發現，引導上岸後，隨即被送往長崎處置。

到達長崎

Hamel一行人冒著被朝鮮人逮回的風險，以簡陋的船隻面對未知的海域，終於見到他們暌違十三年的土地——長崎。在這裡他們受到日本人良善的對待，並未如Weltevree所說，會立即遭到處死。他們接受長崎奉行的訊問，確認他們的身份，並了解沉船與拘禁的細節，最重要的是，確定他們並非幕府當局最忌諱的天主教徒。歷經萬難的船員們，原以為能趁著十月盛行的季風，搭乘前往巴達維亞的船隻順道返回家鄉，然而日本當局對於他們是否為天主教徒仍感疑慮，於是決定將他們留下，向朝鮮作進一步確認。Hamel等人在朝鮮居留了十三年，該國政府對這群落難者應有充足的認識，於是日本派出使節，希望從朝鮮得到這群荷蘭人的資訊。錯過這次季風，他們必須在日本多待一整年。

然而原本單純的國書往來，卻夾雜著日本欲藉由這次事件提出的貿易要求。二國之間的貿易往來，在日本方面是透過對馬大名（領主），而朝鮮則由禮曹（相當於中國的禮部）經過東萊府處理。雙方貿易因1590年代日本二度入侵朝鮮而中斷，直至1609年，在幕府的支持下才得以恢復，然貿易量已因朝鮮的戒心而嚴重萎縮。Hamel的沉船事件，便成為日本向朝鮮提出貿易協商的藉口。

除了詢問Hamel等人是否為天主教徒外，對馬大名向朝鮮提出質疑，何以在得知船難事件後，未遵照先前雙方達成的協議，向日方知會此一沉船的存在。這項協議起因於1644年，一艘欲前往長崎貿易的中國商船，被迫於朝鮮半島西南隅的珍島登陸，在得知該船的目的是長崎後，朝鮮將所有人交由對馬在東萊的代理人送回日本處置，在乘客中卻發現三名天主教徒，這三名教徒立即遭到處死。於是日本向朝鮮提出要求，日後一旦有未知人員進入，必須立刻知會日本政府。然而Hamel居留於朝鮮達十三年，日本卻一無所知，使節向朝鮮政府表達不滿，認為隱瞞此事有違二國相交的誠信：「而今者不惟不通，反奪其貨，留其人，是果誠信之道乎？」

在朝鮮朝廷商議如何解釋時，日本提出他們真正的目的：增加貿易限額以及更換交易貨品。當時朝鮮允許對馬大名每年派遣21艘商船前往東萊貿易，但在日本入侵以前，每年可有50艘商船的貿易量。對馬要求增加一艘船的額度，並且希望減少木材的貿易量，以更具價值的商品代替，此舉顯然是假借對誠信的控訴，以要脅對方提供更多貿易利益。

朝鮮當局則試圖將焦點回到沉船事件本身，援引Weltevree之例：當Weltevree與他的二名同伴被發現後，朝鮮曾向送交東萊府告知日本，但卻被逐回。朝鮮政府強調，Hamel的狀況與Weltevree類似，並不能等同1644年的事件視之；且Hamel等人在朝鮮不過以捕魚與撿拾為生（事實當然並非如此），並沒有特殊的技能，他們也不是天主教徒，故朝鮮的作法並無可議之處。在無法駁斥的狀況下，日本只能接受這樣的說詞，並希望朝鮮考慮對貿易增額的提議，朝鮮方面則堅持維持現狀，雙方對於該船難的外交往來，暫時告一段落。

返回家鄉

另一方面，Hamel在訊問時曾提出意見，建議日本皇帝（Kaiser，應指幕府大將軍）向朝鮮提出要求，釋放仍居住於朝鮮的其餘八名荷蘭船員。東印度公司在長崎的長官 (Opperhooft) 正式向幕府提出這個要求，直到確認Hamel等非天主教徒後，日本才開始展開對朝鮮的第二波外交行動，正式的國書與使節到達朝鮮，已經是1668年的事了。日本這次提出的要求，一度被朝鮮認為是展開貿易談判的另一個藉口，在與使節確認之後，朝鮮在對日本的回覆中，說明八名尚遺留在該國的荷蘭人中，有一名已於1667年死亡，而基於人道理由，願意讓拘禁於異鄉長達十五年的七名船員，接受日本的安排，重回家鄉。1668年9月16日，最後七名Sperwer號船員，終於抵達長崎，距離他們意外踏入隱士國，已有十五年之久。

Hamel回國之後，依東印度公司的慣例，將他不尋常的遭遇撰寫成報告書，呈交公司。除了事件經歷與在朝鮮的生活外，有相當的篇幅報導他所見朝鮮的國情，自地理資訊如位置、農漁業、氣候，與政治運作如政府、軍事、稅收、司法，乃至社會狀況如宗教、婚姻、教育、文字等，這些都是作為公司評估貿易可能性的參考。

這份報告書後來在歐洲出版，有許多不同語言的譯本，這是在歐洲第一本介紹朝鮮的書籍。長期處在中國與日本兩大強權之間，加之傾向於中國的外交關係（自明代以後，朝鮮一直都是中國的屬國，直到甲午戰爭才發生變化），使得朝鮮在十九世紀以前，一直維持閉關自守的狀態。Sperwer號的船員，雖然不是第一群踏上朝鮮土地的歐洲人，但他們卻將關於朝鮮的第一手資訊傳回歐洲。因此1653年Sperwer號的沉船事件，也被視為兩國的初次遭遇。甚至在2003年，也就是船難350週年，兩國在韓國舉辦了一系列活動，以紀念這奇特的第一次接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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